略论辛弃疾南归前期词的创作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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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辛弃疾南归前期词的创作心态实与其在北方时期所形成的建功立业、抗金复国的价值实现模式有关。在南归前期的时间域内，辛弃疾一方面在词中积极践行这一固化的价值模式，显示出昂扬进取的心态；另一方面由于缺失性体验的增多，辛弃疾心中的价值实现模式受到阻碍，苦闷的心态遂在其词中悄滋暗长。抽绎归纳出这两种创作心态，有助于更细致地把握辛弃疾南归前期词风的变化和形成。

历来研治辛词者，较少有人论及辛弃疾词的创作心态，有所涉及者也较多按照辛弃疾词的具体编年，作出分阶段性地处理。研究辛弃疾南归前期词的创作心态，就不能不深刻理解其北方时期的经历和思想。龙榆生先生说：“稼轩词格之养成，必居于金国时期早植根柢。”
由此，北国时期应该是研究辛弃疾南归前期词创作心态的一个原初性的时间域。辛弃疾南归前期词大致指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到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间所作之词，这一期间辛词数量虽然只有七十一首，然时间跨度长达20年。同时这一时期也是辛弃疾自北而南的心理转关期，是辛弃疾词创作的初始期和形成期，对辛弃疾词作风格的形成和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即从这一角度入手，在词作文本深度解读的基础上运用创作心理学以及社会分析法，力图揭示出当时辛弃疾创作心态的原貌。

一

公元1126年，靖康之变发生，金军南下，二帝北狩。后赵构在应天仓促即位，史称南宋。中国历史上再次出现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各据南北半壁江山的局面。辛弃疾于高宗绍兴十年（1140）五月十一日出生在济南府历城县一个叫四风闸的地方。辛弃疾被祖父辛赞抚养长大，少年时期的他亲眼看到了战争所带来的国家沦陷和人民灾难，恢复之志慨然生之。大诗人陆游曾说“方建炎多故，群盗如林，士大夫家罹祸，有尽室不知在亡者。”
辛弃疾在词《贺新郎》中深刻描写了那个灾难深重的时代和心中的忧愤：

去天尺五君家别，看乘空，鱼龙惨淡，风云开合。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

辛弃疾在词中一方面指出了对家分裂的忧患和战争带来的残酷，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当时文人清谈、默循的风气，愤懑之气充盈其中。

此外蒙祖父的教育和儒家思想的熏陶，辛弃疾从小文武双兼，一身英雄豪气，罗愿曾赞其：“文武兼资，公忠自许，胸次九流之不杂，目中万马之皆空。”
国家沦陷的剧痛以及文武兼双的性格，促使辛弃疾从小就将立志报国深植心底。关于此点，辛弃疾在《美芹十论》中曾说：

臣子思酬国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尝一日忘。臣之家世，受廛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大父臣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污虏官，留京师，历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

以上所论，可知辛弃疾抗金复国的价值追求，是在民族矛盾激化，国家南北分裂的大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是每一位有责任感的士人对待金国侵略者的心理定势。这是一种超越“小我价值”之上的“大我价值”的建构，是其价值实现模式的顶层。

辛弃疾南归之前的一次军事实践，一方面将“建功立业“纳入其价值实现模式的底层，从而使其价值实现模式最终定型；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增强了辛弃疾对其价值实现模式的自信心。这次军事行动就是参加耿京起义。绍兴三十一年（1161）一心想要“立马吴山第一峰”
的金主完颜亮背弃盟约，率兵南下侵略，民怨沸起。其中济南农民耿京“怨金人征赋之骚扰，不能聊生”
，遂聚众起义，很快发展到几十万人，威震一时。此后二十二岁的辛弃疾闻讯参加了耿京起义军，表现出超凡的军事才能。《宋史》中记载：“耿京聚兵山东，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弃疾为掌书记，即劝京决策南向。”
其中“决策南向”表现出辛弃疾所建构的价值实现模式的外在依赖性，即依赖南宋政权。在辛弃疾看来当时的南宋政权是有希望的，重要的依据是采石矶战役的大获全胜，这在当时是一件提振士气的大事，同时也使得沉寂多年的士人重新燃起新的希望。此外在另一次生擒张安国事件中，辛弃疾同样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英勇豪气。洪迈在《稼轩记》中赞叹他：“齐虏巧负国，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壮声英慨，儒士为之兴起”。
辛弃疾回忆这次战斗经历也写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鹧鸪天》）仅四句就把当日的英雄豪情和自信万分的形象展露在读者面前。

综上，辛弃疾南归之前的一系列北方经历，使其架构起了建功立业、抗金复国的价值实现模式。另一方面，自我的军事实践以及南宋政权的暂露曙光又进一步增强了其践行这一价值实现模式的自信心，从而形成了辛弃疾南归之前特殊的昂扬奋进的心态。

二

辛弃疾由北而南，地域环境、社会背景以及个人仕途经历的变化，使得其在北方时期所形成的固化的价值实现模式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而在这一模式下所形成的昂扬奋进的斗争心态也随之复杂化。具体来说，一方面当其价值实现模式底层的“建功立业”受到种种限制时，南宋政权短暂的有作为在某种程度上为辛弃疾的价值实现模式顶层的“抗金复国”提供了外在的刺激力，昂扬进取的斗争心态得以持续；另一方面，当南宋政权无作为时，其价值实现模式赖以维系的外部刺激力消失，从而使得昂扬进取心态逐渐内敛，转向苦闷一边，日趋复杂化。

（1） 昂扬进取心态的持续

南归之初，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面对战和不定的局面力不从心，遂将皇位传给宋孝宗。宋孝宗年轻气盛，是南宋初期较有主见和进取心的一位皇帝。《宋史》赞其：“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可谓难矣哉。”
宋孝宗不甘心屈辱求和，决心以战争手段来改变南宋政权的被动局面，表现出收复故土的恢复之志，为时人称颂一时。岳珂《程史》中说：“隆兴初，孝宗锐意复古，戒燕安之鸩，躬御鞍马，以习劳事，仿陶侃运甓之意。时召诸将击鞠殿中，虽风雨亦张油帟，布沙除地……英武天纵，故宜有神助也。”
宋孝宗的锐意恢复、勤于政事使南宋进入了“乾、淳之治”的黄金发展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宋自“绍兴和议”以来的沉寂局面被打破，大大提升了士人的自信心和政治热情。这样的社会局势给辛弃疾的价值实现模式提供了外在的刺激与牵引，使其昂扬进取的心态得以持续，也使得其词的抒情笔法较多直露，词作风格多显得刚健豪迈。如其词《水调歌头·寿赵漕介菴》：

千里渥洼种，名动帝王家。金銮当日奏草，落笔万龙蛇。带得无边春下，等待江山都老，教看鬓方鸦。莫管钱流地，且拟醉黄花。    唤双成，歌弄玉，舞绿华。一觞为饮千岁，江海吸流霞。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湖沙。回首日边去，云里认飞车。

这首词是乾道四年（1168）为赵彦端祝寿而作。上片赞美赵彦端的才能与功绩，言语豪迈，震人心魄。下片描绘祝寿盛况，同时宣示爱国热情，造境阔大，气势雄浑。总的来说，此词借祝寿将作者驰骋疆场、收复故土的豪情壮志与爱国激情展露出来，其昂扬进取的心态可见一斑。

再如另一首《千秋岁·金陵寿史帅致道》：

塞垣秋草，又报平安好。尊俎上，英雄表。金汤生气象，珠玉霏谈笑。春近也，梅花得似人难老。    莫惜金尊倒，凰诏看看到。留不住，江东小。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千百岁，从今尽是中书考。

这首词是为即将离任的史正志祝寿而作，语美词工，格调恢宏，风格豪放明快。上片描写祝寿现场的华丽，同时赞美寿者的光辉业绩。下片抒情，勉励友人的同时表现出作者渴望建功立业、收复故土的英雄气魄和进取精神。

（二）苦闷心态的悄滋暗长
历史总是让人遗憾。年轻气盛的宋孝宗虽让南宋士人看到一丝希望，然而正在下坠的南宋社会仅凭宋孝宗一人之力是无法阻止的。高宗朝后期的士人心态一直处于一种逸豫和苟安的状态之中，他们的偏安之心已经日渐深固。同时，由于主战派的决策不当与急功冒进，导致符离之败，稍有提振的士气再次衰败。孝宗虽坚持“恢复之志”，然亦有所减弱。朱熹曾说：“上初恢复之志甚锐，及符离之败，上方大恸，曰：‘将谓番人易杀。’遂用汤思退。”
此后，随着孝宗当时所信任的主战派大臣张浚、虞允文等先后过世，孝宗的北伐梦想渐行渐远。对于辛弃疾来说，当其价值实现模式所依附的南宋政权走向衰落时，仅有的外在刺激力便消失不在，阻碍横生，苦闷的心态随之而生。辛弃疾产生苦闷心态的原因除了以上所说的南宋政权无作为之外，还有以下两点：

其一，身份的限制。“归正人”的身份是辛弃疾南归之后所套上的第一个枷锁。关于归正人，南宋赵升《朝野类要》卷三曰：“归正，谓原系本朝州军人，因降蕃后来归本朝；……归朝，谓原系燕山府等路州军人归本朝者；忠义人，谓元系诸军人，见在本朝界内或在蕃地，心怀忠义，一时立功者。”
南宋政权对“归正人”有着一系列的政策限制。如户籍限制、言论限制、人身自由限制、对其严防戒备等，这诸多的限制使得辛弃疾在南归二十年间，屡次升迁，宦海沉浮，稍有不甚将会招来杀身之祸。仕途失意，壮志未酬，怨愤、苦闷油然而生。

其二，怀才不遇。北方时期的辛弃疾就显示出了超凡的军事才能，也曾在耿京起义时一展身手。南归宋廷本来为辛弃疾提供了更大的政治军事舞台，然而事与愿违，辛弃疾三献奇策均告失败，终不见用。辛弃疾向当时的江淮宣抚使张浚一献奇策的结果是“某只受一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
此后不久发生“符离之败”；其二献奇策的结果是“以讲和方定，议不行”
，再次落空；其三献奇策的结果是“持论劲直，不为迎合”
。三献奇策的失败对辛弃疾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个体的力量不足以挽回社会颓败之势，徒生苦闷。

个人的遭际以及外在依赖体系的颓败，致使辛弃疾心中的价值实现模式失去了内在动力与外部刺激，此期的辛词创作中昂扬进取的心态有所回退，与此同时，苦闷心态潜在发生，苦闷情结与其进取心态并行，并不断复杂化。在此种心态下的创作，其词艺术手法由直露变得隐曲，多用比兴寄托。其词作的艺术风格也由刚健豪迈变得沉郁顿挫，其词作的主导风格由此形成。有时候，辛弃疾的苦闷心态无处诉说，致使其徒生浓浓的愁情，如其词《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

老来情味减，对别酒，怯流年。况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圆。无情水都不管，共西风只管送归船。秋晚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    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想夜半承明，留教视草；却遣筹边。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

此词全篇充满浓浓愁情。上片写离情，带出年华易逝之感慨与思归不得之愁怨；下片劝进友人的同时联想到自身仕途，将壮志未酬、仕途失意的愁肠苦衷抒发的淋漓尽致，真是悲歌一曲赠别离。

辛弃疾的苦闷心态，还表现在其话语权的受限，因此他不得不用婉曲的手法来表达自我政治怀抱，在“不吐不快”与“生命保全”中找到心理平衡点。如其词《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辛弃疾南归之后一直受“归正人”身份的限制，失去了人身自由和言语自由，说话稍有不甚，可能导致祸患，忧谗畏讥之心久矣。然而报国无门，怀才不遇的悲愤又不得不说。他在《论盗贼札子》中曾说：“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为，杀身不顾。”此中道出了辛弃疾生存境遇的窘迫。在《摸鱼儿》这首词中，辛弃疾借惜春遣悲情，借美人迟暮和失宠来托寓自我的失意，同时也借杨玉环、赵飞燕等典故，表达对现实黑暗的批判。此词运用比兴寄托等手法，委婉含蓄的表达出内心之情，刚柔相济，思致绵长。

此外，辛弃疾的苦闷心态与其固有的昂扬进取的心态相互交错，增强了词作情感容量，使其词显得内涵饱满。如其前期名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就充分表现出其复杂的心态和情感：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作词此时，辛弃疾南渡已有十多年之久，时在建康任上。之前他上书的《美芹十论》以及《九议》等未受重视，自己也沉沦下层官位，当他登上赏心亭看到祖国壮丽山河时，诸多的情绪都被倾注在了这首词中。总的来说，这首词情景交融，运用寄托等手法曲折地展现出了当时词人复杂的心态和丰富的情感。既有奋发进取的壮怀雄心，又有被阻碍的苦闷压抑；既有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又有自身怀才不遇的苦悲；既有漂泊他乡的凄凉之感，又有知音难觅的孤寂情怀。全词情感丰富，内蕴充实，雄肆中见柔情，情感起伏一波三折，极具盘郁婉转之致。 黄梨庄云：“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父扺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
分析极其恰切。

三

综上所述，辛弃疾南归前期词的创作心态实与其在北方时期所形成的价值实现模式有关。而北国时期的军事实践又进一步形成了其架构在这种价值实现模式上的昂扬进取的心态定势。同时，辛弃疾的“决策南向”又使他建构的价值实现模式具有了某种外在依赖性。

辛弃疾南归，南宋政权的变动以及自身的遭际作用于其固化的价值实现模式上，从而牵动其心态的变化。当南宋政权有作为时，外在的刺激力牵引着其价值实现模式的运行，其昂扬进取的心态得以持续，反映在其词作中就表现为直露的艺术笔法与刚健豪迈的艺术风格；当南宋政权走向颓败时，其价值实现模式外在的依附力量逐渐消失，加上自身的遭际，从内、外两个方面阻碍和瓦解着他固有的价值实现模式，于是苦闷心态悄滋暗长。这种“苦闷情结”成为其词创作的主要动力，由此推动其词作艺术手法的成熟，促使其词作主导风格的形成。




















































